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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土高原大规模人类活动造成下垫面剧烈变化，流域景观格局改变，影响产汇流过程。 学科融合视角下，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水

热耦合方程、景观指数计算以及回归分析等多学科方法，以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三川河流域为例，分析不同尺度景观格局变化

造成流域径流量变化的原因，判别地理景观空间对产汇流过程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１９８０ 年至今是研究区径流锐减阶段，其
中下垫面变化对径流贡献率为 ６０．８１％；（２）１９８０ 年至今的下垫面变化造成流域景观斑块破碎、形状趋于规整，景观格局分割

度、蔓延度提高；（３）利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可将径流减少的景观格局变化定位到具体地理空间，流域东部、北部主要支流上游

与两条支流汇流处的林地核心斑块面积减少以及城市建设区域对于水体连通性的破坏。 通过跨学科方法探究景观格局与径流

变化之间的潜在空间关联，揭示径流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可为黄土高原水资源管理与生态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径流变化；景观格局变化；Ｂｕｄｙｋｏ 方程；景观指数；三川河流域；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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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地质地貌条件特殊，由地表径流冲蚀引发的水土流失与生态失衡等问题突出［１—２］。 长久以

来，黄土高原径流变化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３］。 随着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推进，降水量对于黄

土高原地区径流的影响在逐渐下降；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淤地坝建工程等大规模人类活动［４—５］，造成下垫面变

化，从而显著改变了该地区的降雨⁃径流关系［６］，影响水文循环过程［７］。 在大规模人类活动背景下，揭示对下

垫面变化对黄土高原地区径流的影响，是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与水资源规划利用。 然而，生态修复与规划建

设的落地实施是以土地空间为基本实施单元。 因此，从地理空间角度探究景观空间格局变化对区域径流变化

的影响，是维持水土保持成果、纾解区域水矛盾的科学依据，也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导向。
流域是黄土高原自然地貌与水土保持治理的基本空间单元。 以流域为范围，探究土地利用或覆被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ＬＵＬＣ）的空间变化特征有助于准确理解和评价人工活动干扰下的水文响应过程［８］。
定量评价流域尺度下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对流域径流变化的影响通常有水文模型和统计学分析两类方

法［９—１０］。 水文模型建模过程往往需要高分辨率的数据集，且模型校准验证过程较为繁琐［１１］。 相比之下，在
有长期水文数据记录的情况下，统计学方法具有一定优势。 我国多位学者［１２—１４］ 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水热平衡方

程［１５］推导出的经验公式，结合弹性框架的应用［１６］，对于定量区分气候与下垫面变化对流域径流影响计算方

便、形式简洁、科学性强［１７—１８］。 这一方法在黄土高原地区流域径流变化归因分析方面得到一定的应用：宁怡

楠等［６］、张丽梅等［１９］通过应用 Ｂｕｄｙｋｏ 方程的弹性公式，得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引起下垫面变化是流域径流

减少的主要因素。 毕早莹等［２０］进一步将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引入 Ｂｕｄｙｋｏ 方程，并计算出窟野河流域植被变化对

径流的贡献率。 在一定时间跨度内，流域下垫面的地形与土壤条件相对稳定。 因此，上述研究中都将 ＬＵＬＣ
视为下垫面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ＬＵＬＣ 对径流变化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ＬＵＬＣ 变化造成曼

宁系数等下垫面物理性质变化［２１］，改变产汇流过程中的流量、峰值及路径等［２２］；另一方面，由 ＬＵＬＣ 形态、比
例和镶嵌关系共同构成的景观格局［２３］改变也会显著改变流域水文特征。 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前一方面分析

具体植被覆盖类型或面积造成的径流变化；对于后者的研究仅局限于从景观格局指数与径流变化的直观分

析，证实河川径流与景观格局之间存在的必然关联［８，２４］。 黄土高原地区流域径流量变化与景观格局之间存在

的具体空间关联，仍有待进一步解释。
作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严重区域与水土治理的典型代表，黄土丘陵沟壑区是开展景观生态格局变化对

径流影响研究的适当区域。 本研究以晋西三川河流域为例，基于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耦合视角，选用

Ｂｕｄｙｋｏ 假设下的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Ｙａｎｇ 经验公式构建弹性框架，通过景观格局指数表征 ＬＵＬＣ 的图底空间变化，建
立产汇流变化过程与流域景观空间变化之间的数学模型，对径流变化进行地理空间层面的归因分析。 通过水

文学、景观生态学的多学科融合方法，从景观格局的角度量化分析下垫面变化与径流变化的地理空间关系，探
究解释不同空间尺度景观镶嵌关系对径流变化的影响，为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生态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三川河是黄河左岸的一级支流，也是晋西地区汇入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流域面积 ４１６１ｋｍ２。 根据流域地

貌特征和水文情势分异，三川河流域可划分为北川河流域、东川河流域、南川河流域和三川河流域 ４ 个水文分

区及子流域（图 １）。 该流域是黄土丘陵沟壑区中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区域，１９８２ 年被列为全国 ８ 个水土保持

重点治理流域之一后，随即开始以“基本农田、水保林、经果林”为主要措施、为期十年（１９８３—１９９２ 年）的流

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２５］。 因此，以三川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探索黄土高原丘陵区流域人类活动引起的下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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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概况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ａｎｃｈｕ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改变及其景观格局变化和径流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同时对于当地生态规划和建设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２　 数据与方法

研究包括四个步骤：（１）通过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相关检

验法分析年径流量变化序列，确定研究期区间；（２）利

用 Ｂｕｄｙｋｏ 方程分析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对于研究期

间的年径流量变化的贡献； 并基于移动窗口函数

（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求得 ５ 年滑动平均期的经验参数 ω
序列；（３）基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计算三川河流域及其 ４９ 个子流域

在类型和景观层次的景观指数；（４）利用下垫面变化对

径流变化的经验参数 ω 序列与景观指数序列进行相关

性分析，并建立逐步线性回归方程，分析景观格局变化

与径流变化的潜在空间关联。
２．１　 数据来源

分析数据包括三川河流域下游后大成水文站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逐月径流量数据，流域内国家气象站点离石

站的同期逐日气象数据（降雨量、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日照时数、平均风速等数

据）。 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水文年鉴和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 为了充分反映铁路建设

前后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格局的变化，选取三川河流域所在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卫星图像作

为研究基础数据。 遥感影像以 ＡＳＴＥＲ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 ＥＴＭ＋数据为主，分辨率为 ３０ｍ。 基于我国土地利用分类

标准，将研究区土地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和水体 ５ 种利用类型。 通过 ＥＮＶＩ 完成遥感影像的监督

分类，结合实地调查对解译数据进行验证和修正。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完成影像数据的几何校正、坐标登记和矢量

化。 根据随机抽样和实地验证表明，图像解读的总体准确率在 ９０％以上。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趋势检验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相关检验法（Ｍ⁃Ｋ 法）属于非参数检验方法，可以用来检验一个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和识

别序列是否有突变点。 该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样本遵从一定的分布，也不受异常值的干扰，更适用于类型变

量和顺序变量，且计算简单，在检验降水、气温和径流等时间序列的趋势变化和突变等方面应用广泛［２６］。 本

文采用 Ｍ⁃Ｋ 法对三川河流域的气象和水文数据的变化趋势进行显著性检验和突变点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０．０５。
２．２．２　 径流变化贡献率计算

（１）Ｂｕｄｙｋｏ 水量平衡方程建立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Ｙａｎｇ 经验方程反映了在一定的气候和植被条件下，流域长期的水文气候特征服从水分和能量

平衡原理，表达式如下：

Ｅ ＝
Ｐ × Ｅ０

（Ｐω ＋ Ｅ０
ω） １ ／ ω （１）

式中， Ｅ 是长期平均的年实际蒸散发量（ｍｍ）， Ｐ 是长期平均年降水量（ｍｍ）， Ｅ０ 是长期平均的年潜在蒸散发

量（ｍｍ）， ω 为无量纲常数，反映人类活动对流域下垫面影响变化的特征参数。 式中认为 Ｐ、Ｅ０ 和 ω 是相互独

立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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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流域长期水量平衡方程 Ｐ ＝ Ｅ ＋ Ｒ ，长时间尺度上流域径流量 Ｒ 可以用流域内降水 Ｐ 、潜在蒸散发

Ｅ０ 以及与植被有关的经验参数 ω 进行描述：
Ｒ ＝ ｆ Ｐ，Ｅ０，ω( ) （２）

（２）径流变化贡献量计算

将 Ｒ 与 Ｐ 、 Ｅ０ 、 ω 的变化关系可以表示为全微分形式：

ｄＲ ＝ ∂ｆ
∂Ｐ

ｄＰ ＋ ∂ｆ
∂ Ｅ０

ｄ Ｅ０ ＋ ∂ｆ
∂ω

ｄω （３）

根据 Ｓｃｈａａｋｅ 径流弹性系数的定义，降雨量、潜在蒸散量与人类活动分别对径流的弹性系数， εＰ ＝ ｄＲ ／ Ｒ
ｄＰ ／ Ｐ

，

εＥ０
＝ ｄＲ ／ Ｒ
ｄ Ｅ０ ／ Ｅ０

和 εω ＝ ｄＲ ／ Ｒ
ｄω ／ ω

，上式则可转换为：

ｄＲ
Ｒ

＝ εＰ
ｄＰ
Ｐ

＋ εＥ０

ｄ Ｅ０

Ｅ０

＋ εω
ｄω
ω

（４）

令 φ ＝
Ｅ０

Ｐ
，则可得到：

εＰ ＝ １ ＋ φｎ( ) １ ／ ｎ＋１ － φｎ－１

１ ＋ φｎ( ) １ ＋ φｎ( ) １ ／ ｎ － φ[ ]
（５）

εＥ０
＝ １

１ ＋ φｎ( ) １ － １ ＋ φ －ｎ( ) １ ／ ｎ[ ]
（６）

εω ＝ ｌｎ １ ＋ φｎ( ) ＋ φｎ ｌｎ １ ＋ φ －ｎ( )

ｎ １ ＋ φｎ( ) － １ ＋ φｎ( ) １ ／ ｎ＋１[ ]
（７）

突变前后的平均径流深分别表示为 Ｒ 和 Ｒ′ ，那么突变前后多年平均径流深变化可表示为：
ΔＲ ＝ Ｒ′ － Ｒ （８）

同时， ΔＲ 也可以用气象要素变化及流域人类活动变化的影响表示：
ΔＲ ＝ Δ ＲＰ ＋ Δ ＲＥ０

＋ Δ Ｒω （９）
式中， Δ ＲＰ 为降水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 Δ ＲＥ０

潜在蒸散发变化引起的径流变化， Δ Ｒω 为人类活动引起的径流

变化。
根据上文中得出的径流弹性系数表达式，则可得到：

Δ ＲＰ ＝ εＰ
Ｒ
Ｐ
ΔＰ 　 　 　 　 （１０）

Δ ＲＥ０
＝ εＥ０

Ｒ
Ｅ０

Δ Ｅ０ （１１）

Δ Ｒω ＝ ΔＲ － Δ ＲＰ ＋ Δ ＲＥ０
( ) （１２）

式中， ΔＰ 和 Δ Ｅ０ 分别为突变前后多年平均降水量和潜在蒸发量的差值， ΔＰ ＝ Ｐ′ － Ｐ ， Δ Ｅ０ ＝ Ｅ０′ － Ｅ０

降水、潜在蒸散发和人类活动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β 、 γ 、 τ ，可通过以下算式得出：

β ＝
Δ ＲＰ

ΔＲ
× １００％ （１３）

γ ＝
Δ ＲＥ０

ΔＲ
× １００％ （１４）

τ ＝
Δ Ｒω

ΔＲ
× １００％ （１５）

贡献率为正值说明该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径流效应为正效应，即导致径流增加，相反为负效应，即导致径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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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类活动对流域下垫面影响变化的特征参数 ω 计算

移动窗口是平滑水文序列随机变化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已被广泛用于表示序列的非平稳性［２７］。
为了消除蓄水变化和自然气候变化影响，采用 ５ 年时间窗口的宽度求得年平均径流量、降水量以及潜在蒸散

量。 以 ５ 年为中心的时间窗内，可以求得 Ｂｕｄｙｋｏ 方程中的参数 ω 以表征不同滑动平均时间内人类活动的变

化规律。
２．３　 景观指数选取

景观指数是通过数理统计或拓扑计算公式描述不同景观要素的形态特征及其组合的结构关系［２８］。 虽然

景观指数本身并不具有生态学意义，但是景观指数能够直接反映斑块形状特征或对不同斑块的拓扑关系进行

量化描述，从而表征流域下垫面的变化情况。 因此，根据生态学原理方法，综合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帮助文档［２９］与已

有研究成果在径流归因分析中对景观指数的选择［８，２４］，分别筛选类型水平上的 ２２ 个指标与景观水平上的 ２６
个指标，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完成对整个流域和子流域级别的景观指数统计。
２．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在流域景观水平⁃流域斑块类型⁃子流域景观水平 ３ 个层级检测景观指数与人类

活动对径流变化影响参数之间的显著性关系（Ｐ ＝ ０．０５ 或 ０．０１）。 利用逐步线性回归的方法确定与人类活动

影响参数相关的最敏感景观指标。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完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和逐步回归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三川河流域水文气候特征

３．１．１　 径流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 Ｍ⁃Ｋ 法对研究区的年径流量和年降水量序列的变化趋势与突变点进行分析。 由图 ２ 可知，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后，三川河流域的年降水量快速减少；从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年降水量变化表现出均匀波动的相

对稳定状态。 三川河年径流量变化情况较复杂（图 ３）：由 ＵＦ 趋势线分析可知，三川河流域年径流变化在

１９７０ 年呈相对稳定的波状起伏，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年径流在总体减少的趋势下略有波动，在 ８０ 年代后径流继

续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 在 ０．０５ 的置信区间中，ＵＦ 和 ＵＢ 趋势线在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年间出现交点可知１９８０ 年

至今的径流减少是一突变现象。 因此，本文以 １９８０ 年作为突变点，对 １９８０ 年至今三川河流域径流突变的归

因分析。

图 ２　 １９５７—２０１８ 逐年降水 Ｍ⁃Ｋ 统计曲线

　 Ｆｉｇ． ２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７ ｔｏ ２０１８

ＵＦ 表示按时间序列顺序计算出的统计量序列，为标准正态分布；

ＵＢ 为逆序重复前一过程得到的计量序列

图 ３　 １９５５—２０１９ 逐年径流 Ｍ⁃Ｋ 统计曲线

　 Ｆｉｇ． ３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５ ｔｏ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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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径流变化归因结果

三川河流域的径流补给主要依靠降水，没有外来河流汇入或冰川融雪，因此，在研究区的径流变化归因分

析中，主要考虑降水、潜在蒸散量及人类活动的影响。 根据 Ｍ⁃Ｋ 分析结果分别将 １９５７—１９７９ 年作为基准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作为突变期。 基于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Ｙａｎｇ 经验公式（公式 １），分别计算得出研究区年径流量 Ｒ 对年

降水量 Ｐ 、潜在蒸散量 Ｅ０ 和人类活动 ω 的弹性系数（公式 ５—７），反映了三川河流域对以上因素的敏感程度

（表 １）：当年降水量增加 １％，相应地年径流量增加幅度为 ２．７％；当年潜在蒸散发量增加 １％，相应地年净流量

减少 １．７％；流域下垫面参数增加 １％，相应地年径流量减少 ２．２％。 可见，年径流量变化对降水的敏感性要略

大于人类活动带来的敏感性。 根据公式 １３—１５ 计算出以上三大因素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可知，在突变期后

年平均径流降低 ２９． ３ｍｍ，降雨、潜在蒸散量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４． ９％、１４． ２９％和

６０．８１％。 换言之，人类活动对径流减少的影响超过六成，成为 １９８０ 年后径流变化的主要原因。

表 １　 不同因素对三川河流域径流变化的敏感系数和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Ｒ ／ ｍｍ Ｐ ／ ｍｍ Ｅ０ ／ ｍｍ ω

弹性系数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径流贡献率 ／ ％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εＰ εＥ０ εω ＣＰ ＣＥ０ Ｃω

突变前（１９５７—１９７９ 年）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６９．５２ ５１２．５３ ９７６．９６ １．８３ — — — — — —

突变后（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Ａｆｔｅ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４０．２７ ４８６．３０ １０２５．５２ ２．１１ ２．７０ －１．７０ －２．１５ ２４．９０ １４．２９ ６０．８１

　 　 Ｒ： 多年平均径流量 Ｒｕｎｏｆｆ； Ｐ：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０： 年平均潜在蒸散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ｔｒａｎｓｐｉａｔｉｏｎ； ω： 下垫面

特征参数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εＰ ：降雨量的弹性系数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εＥ０
：潜在蒸散发的弹性系数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εω ：下垫面特征参数的弹性系数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Ｐ： 降雨对径

流变化的贡献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Ｅ０
： 潜在蒸散量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Ｃω： 下垫面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ｕｎｏｆｆ

３．１．３　 ５ 年滑动窗口期内气候水文特征分析

以 ５ 年滑动窗口期，分别求得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Ｒ、Ｐ 和 Ｅ０的每隔五年的滑动平均数，基于 Ｃｈｏｕｄｈｕｒｙ⁃Ｙａｎｇ
经验公式中四个变量的数学关系（公式 ２），求取不同滑动窗口期下垫面变化对径流变化的经验参数 ω
（表 ２）。

表 ２　 五年滑动窗口期下径流变化的影响因子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 ｐｅｒｉｏｄ

５ 年滑动窗口期
５ｙｅａ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Ｒ ／ ｍｍ Ｐ ／ ｍｍ Ｅ０ ／ ｍｍ ω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４５．３９ ４６７．８０ １０２４．７４ １．９３８１９３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４８．２６ ５０８．６３ ９７８．８２ ２．１７０１７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４０．１５ ４５８．６５ ９７６．５３ ２．０７１６０８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３１．８６ ３８５．３６ １０３６．４７ １．８０１６２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５．６３ ４５３．７０ １０３２．２５ ２．３４１６３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３０．１２ ４９４．４３ １０５８．６４ ２．３８９９３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４４．６０ ５５１．５４ １０３０．８８ ２．３９４１５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５８．２４ ５６１．３０ １０７４．４１ ２．０９０５２５

３．２　 三川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

基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的遥感影像判读得到流域内土地覆被类型，结合 ＧＩＳ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对三川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的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分析。
３．２．１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三川河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草地、农田、水域和建设用地，１９８０ 年与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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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８０ 与 ２０２０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比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比如图 ４ 所示。 土地利用变化与三川河流域“土石山

区⁃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自然地形关系密切。 建设用地

沿河流谷地呈线性延伸，林地主要分布上游山区、农田

和草地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坡地。 各类土地类型变化

（表 ３）可知：４０ 年内，建设用地面积将近翻了十倍，水
体面积增加近三成，农田面积减少一成，林地和草地的

面积变化相对较小。 从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数据来看，其
中近 １０％的草地以及近 ３％的林地是由农田转化而来，
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得的部分成果；同时近６５．５％
的建设用地、近 ４４％的水体是由农田转化而来，而分别

有 １０％和近 ２０％的农田和建设用地来源于对草地的侵

占，这体现了城市快速发展等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化

的剧烈改变。 总体来看，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生态工

程的建设，三川河流域各类用地对农田和草地的侵占较

为严重。
３．２．２　 流域尺度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三川河流域的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以及城市扩张

带来了剧烈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相应地，从地理空间

构成上景观格局也发生显著变化（图 ５）。

表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ｔｒｉｘ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１９８０ 年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ｉｎ １９８０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ｄ⁃ｕｐ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水体
Ｗａｔｅｒ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 ９１９．７４６２ ０．２４１６ １３．５２８１ ９８．１００８ ０．７８４４ １０３２．４０１０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ｉｎ ２０２０ 建设用地 ２８．９２４１ １４．２３０７ ６．１３１２ ９４．３６１０ ２．００２９ １４５．６５００

林地 ２０．８２３７ ０．１０４６ １８６１．３９４０ ５７．１２８１ １．１７５４ １９４０．６２６０

农田 １０３．５８８９ ０．６８８２ ３０．２４３９ ８９３．７０５５ １．４３０５ １０２９．６５７０

水体 ２．２０２６７８ ０．０４９９ ０．７１０４９ ５．３８９２ ３．９９９３ １２．３５１７

总计 １０７５．２８６０ １５．３１５１ １９１２．００８０ １１４８．６８５０ ９．３９２７ ４１６０．６８６０

（１）景观水平

在过去 ４０ 年时间，三川河流域随着最大斑块面积（ＬＰＩ）变小、总边缘密度（ＴＥ）变小、斑块核心面积

（ＴＣＡ、ＮＤＣＡ）与斑块实际面积趋于一致，证明流域整体景观斑块形状（ＰＡＦＲＡＣ）趋于规整；此外，斑块之间对

比度增强（ＣＷＥＤ、ＴＥＣＩ），进一步反应出整个流域景观分布趋于破碎离散（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景观蔓延

度（ＣＯＮＨＥＳＩＯＮ、ＩＪＬ、ＣＯＮＴＡＧ）增加、多样性（ＳＨＤＩ、ＳＨＥＩ）增加。 上述变化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表现显著。
（２）类型水平

不同类型用地的景观格局变化呈现出较大差异。 首先，林地在 １９９０ 年之前变化显著，在 １９９０ 之后变化

趋于平稳。 林地景观的变化趋势为：斑块边缘趋于不规整，但是斑块面积与核心面积变化相对稳定、林地景观

破碎度和蔓延度变化较小。 其余四类用地在 ２０００ 年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农田斑块面积减少，剩余三类斑块面

积显著增大。 在此过程中只有建设用地斑块形状趋于杂乱，剩余类型用地斑块形状趋于规整。 建设用地的无

序扩张（破碎度降低、连通度增高、蔓延度增强）导致农田和水体的破碎度增高、斑块细分程度降低；草地破碎

度增高、蔓延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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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子流域尺度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对三川河流域的 ４９ 个子流域进行景观水平的景观指数分析（图 ６）可知，在 １９８０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０ 年变化

中，景观格局变化最为显著的子流域分别为三川河上游子流域 ５、１８、２９、３２，以及位于城市建设发展的子流域

１６、２８、４７。 在这些子流域中，位于河道上游的子流域边缘密度减小、核心面积形状趋于规整、斑块对比度变

大、斑块细分程度变大、斑块均匀分布程度降低，证明子流域景观格局趋于破碎、连通度降低、斑块形状趋于规

整，体现了人类活动对流域上游景观格局的改造。 位于支流交汇口的子流域分别为离石区东城、南城以及北

城新区，在这些区域的最大斑块面积呈扩大趋势，斑块连通度变强、分散和细分程度增加、斑块多样性显著增

强。 这说明城市扩张带来以建设用地为主的主要斑块面积增大，但是出现建设用地被多种用地细分的情况。
这反应了城市建设的扩张以及城市内部硬质下垫面的破碎化改变。

图 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子流域景观指数变化分析

Ｆｉｇ．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３．３　 三川河流域景观格局对径流变化的影响

３．３．１　 景观格局变化与径流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流域径流改变受到下垫面变化的影响，以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的景观指数序列分别与 Ｂｕｄｙｋｏ 方程下的人类

活动经验参数 ω 序列（表 ２）做相关性分析可知（图 ７）： ω 与流域景观水平上的景观格局变化只与景观分割指

数（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呈正相关，与景观最大斑块面积（ＬＰＩ）呈负相关，与其他指数相关性不明显。 在流域类型水平

上， ω 与林地、草地、水体斑块的最大面积、核心面积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性；与林地、草地、农田聚合指数呈

现出一定的正相关性。 此外， ω 与建设用地形成的景观格局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在子流域尺度上， ω 明显与子流域 ３２、４７、２８、２９、７、５、２２ 的景观格局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同时各子

流域的最大斑块面积指数（ＬＰＩ）、核心斑块面积指数（ＴＣＡ）、景观聚合指数（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以及景观

多样性（ＳＨＤＩ）指数等类型表现出较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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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景观指数与径流变化的回归模型

基于流域景观⁃流域斑块类型⁃子流域景观三个层次的景观指数变量，采用逐步线性回归方法，分别从不

同景观尺度下的 １４、５５ 和 ６８６ 个景观格局指数筛选关键指标，估算人类活动影响系数。 结果表明（表 ４）：流
域景观水平上景观分割指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表征流域的人类活动影响（Ｒ２ ＝ ０．６２３，Ｐ＜０．０５）；流域斑块类型

水平上，林地的斑块核心面积（ＴＣＡ）与水体的连通度（ＣＯＮＮＥＣＴ）可以显著解释流域的人类活动影响（Ｒ２ ＝
０．８８３，Ｐ＜０．００５）；子流域景观水平上，子流域 ２８ 的散布指数（ ＩＪＩ）、子流域 ５ 的边缘指数（ＴＥ）以及子流域 ２２
和 ３２ 的最大斑块占比（ＬＰＩ）可以较为准确地解释流域人类活动影响（Ｒ２ ＝ ０．９９８，Ｐ＜０．００１）。 回归中各变量共

线性诊断的关键指标 ＶＩＦ 值小于 １０，说明各变量之间几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 ４　 基于景观指数和人类活动对径流影响参数 ω 的逐步线性回归方程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模型（标准化系数）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２ Ｆ Ｐ

ω ＝ ０．８２２ＤＩＶＩＳＯＮ－９．５４８ ０．６２３ １２．５４３ ＜０．０５
ω ＝ ８．２４７－０．５３ＴＣＡｆｏｒｅｓｔ－１．０３４ＣＯＮＮＥＣＴｗａｔｅｒ ０．８８３ ２７．２９８ ＜０．００５
ω ＝ １．１５８ＩＪＩ２８－１．０９４ＬＰＩ２２－０．４４６ＬＰＩ３２－０．５７４ＴＥ５－１６．２４９ ０．９９８ ５９．２７０ ＜０．００１

４　 讨论

４．１　 景观格局变化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析

三川河流域气候变化（降水、潜在蒸散量）和下垫面变化（参数 ω ）对径流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３９．１９％和

６０．８１％。 该结果与杨大文等［１８］与刘艳丽等［３０］对三川河流域径流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贡献率计算数值上

的误差与统计数据的时间区间选择有关。 三川河流域的下垫面变化参数 ω 对径流存在负面影响，随着 ω 的

增加，径流则会表现出相应的减少趋势。 １９８０ 年后至今三川河流域径流量的突变性减少趋势，下垫面变化的

贡献超过六成。 此外，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同时也是黄河中游的多沙粗沙区）径流变化归因研究中，流域下垫

面对径流的贡献均超过 ６０％以上，径流变化的时间均为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之间［６，１８，２０］。
三川河流域至今没有中型以上水库，缺少大规模农业灌溉，人类直接用水活动有限，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

的典型山区流域。 在地形和土壤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从景观格局变化的角度，流域淤地坝、梯田以及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可以呈现为斑块类型的转换、斑块核心面积、斑块形状以及连通程度的变化。 流域下垫面变化

基本可以用反映土地利用结构的景观格局变化来表征。 对三川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４０ 年间，对每间隔 ５ 年

的 ＬＵＬＣ 数据进行景观格局变化分析可知：流域尺度上，三川河流域景观斑块形状趋于规整、分布趋于破碎、
景观蔓延度增加、多样性增加；子流域层面上，流域上游以及涉及河川谷地、大型沟道的子流域成为景观格局

变化最强烈的区域。 结合该流域以“沟域”为主导的水土保持建设模式［３１］ 以及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工

程驱动下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３２—３３］，有理由认为三川河流域的径流减少是大规模水土保持建设引起景观格

局变化后的直接效果。
４．２　 景观格局变化与径流减少的空间关联

为了进一步揭示景观格局变化与径流减少的地理空间对应关系，本文以 ω 序列为因变量，以不同观测尺

度和不同研究水平的景观指数为自变量，进行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流域尺度上，景观分割程度与 ω 正相关，林地斑块核心面积以及水体斑块的连通性 ω 负相关。 换言之，

流域景观分割度提高、林地斑块的核心面积减少、水体斑块连通度降低，导致 ω 增大，径流减少。 其中，景观

分割度提高，意味流域中大型斑块面积和形状的割裂，林地斑块与水体斑块的格局变化佐证了这一特征。 根

据逐步线性回归模型，三川河流域径流减少 ８８．３０％可以通过林地斑块核心面积的减少和水体斑块连通度的

降低予以解释。 流域景观尺度上，林地斑块核心面积减小，会导致斑块边界的气候修正现象，加大林地的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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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减少径流［３４］。 此外，相同斑块面积下，林地的核心斑块面积减少，意味着林地斑块带来的径流阻力增

加，汇水效率降低，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径流量［３５］。 上述两个观点都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林地斑块核心面积的

减小，造成径流量降低。 另外水体连通性降低，体现了河川断流或蓄水力度的增加，这一过程伴必然伴随着径

流减少［３６］。 上述研究径流对林地与水体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特征与黄土丘陵沟壑区其他流域的径流归因结

果一致［３７—３８］。
子流域尺度上的景观格局与径流变化分析能够进一步细化流域景观格局改变的具体空间区位，从而定位

影响流域产汇流的主要区域。 林地核心面积以及城市建成区斑块的散布程度能够 ９９．８０％解释径流量降低的

趋势变化。 子流域 ５、３２ 为流域上游的主要林地，子流域 ２２ 为支流交汇处的退耕还林工程用地，整个流域的

径流降低与这些子流域林地核心面积减少具有直接相关性。 此外，子流域 ２８ 为东川河流域的离石区城市建

设扩张的主要区域，该区域的吴城水库与东川河淤地坝建设为城市用水以及郊区农田灌溉蓄积水资源，导致

整个子流域的斑块分散程度提高，影响了东川河支流向干流的径流贡献。 这一结果与 Ｔｉａｎ 等对水体景观格

局的研究结论一致［３９］。 综上，基于逐步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三川河流域的径流减少的原因可以空间定位到

以下两部分：第一、主要支流的上游林地及两条支流汇流处的林地核心斑块面积减少；第二、城市建设区域对

于水体连通性的破坏。
４．３　 水资源管理目标下的景观格局优化建议

流域下垫面条件改变驱动下的景观格局变化对黄土高原地区径流变化具有重要影响［２１］。 随着国土空间

规划的深入，从整体景观格局构建的视角优化用地结构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方向［４０—４１］。 景观斑块的镶嵌

模式与流域降雨⁃径流⁃耗散直接相关。 水土保持建设过程中对退耕还林用地的划分，不仅保证用地率，同时

要着重考量还林、还草用地的形状特征与位置。 此外，人类活动对河道径流的拦截和蓄积，提高了当地居民对

水资源利用的保障，但是会影响流域自然水循环规律。 因此在水资源缺乏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

城市用水的管理应该基于更尺度的区域水资源统筹与可持续规划［４２］。
景观格局变化是区域规划发展研究的依据，也是未来生态、水文、地理、规划等专业跨学科合作的研究重

点。 因此，在黄土高原地区土地管理与生态修复过程中，强调土地利用模式对流域水土保护的重要作用，在控

制土地规划用地用量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不同用地规模与地理空间关系，优化流域景观格局，稳定流域径流

为黄土高原的生态建设与高品质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５　 结论

本文以晋西三川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格局指数表征流域下垫面变化，结合水文学 Ｂｕｄｙｋｏ 水量平

衡方程下径流归因分析方法，通过统计学分析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探讨黄土高原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对径流变化

的原因与影响。 研究表明：１９８０ 年至今是三川河流域径流锐减的时期，其中人类活动对径流贡献率为

６０．８１％。 通过对这段时期土地利用变化与人类活动对径流变化影响参数的统计学分析可知，造成该流域径

流减少的景观格局变化主要由北川河和东川河支流上游以及支流交汇处林地核心面积的减少以及城市建成

区内水体连通度降低造成。 本研究通过跨学科方法探究流域景观格局与径流变化之间的潜在空间关联，探索

学科交叉背景下水土保持建设的生态景观化模式，为黄土高原地区未来流域水资源管理与生态规划提供决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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